
汉代琥珀珠饰分布与传播初探

摘要：本文通过考古材料梳理汉代琥珀珠饰的存布情况，根据历史地理信息分析区域间的关联性，
并结合各区域内琥珀珠的类型、年代特征，初步勾勒汉代琥珀珠的传播路径。汉代琥珀珠饰在岭南

与湖湘分布最为集中，其在长江以南的传播与南海丝路贸易密切相关，并以湖湘与岭南地区的江海

联运为主要传播模式。联运贸易的区域北达南阳、东至扬州，两地作为重要中间站使琥珀继续流向

北方经济重心城市。中原地区同时受北方陆上丝路和南方丝路的物质、文化辐射。南海丝路的珠饰

几乎未抵达西北地区，该区域琥珀珠应从陆上丝路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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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为一类有机宝石材料，由松柏科、豆

科植物树脂经地质作用石化形成，其最大、最

早的产地是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罗的

海与地中海间的琥珀贸易路线于公元前4000
年即已形成，并维持了多个世纪，琥珀饰品在

古埃及、希腊、罗马均盛行。但在古代中国，琥

珀非传统宝玉石材料，年代最早的琥珀饰品

出现于晚商，山西保德林遮峪、四川广汉三星

堆出土有琥珀饰 [1]。战国前后，琥珀饰品逐渐
增多，在浙江绍兴、河北唐山、宁夏固原、云南

楚雄等地墓葬有零星出土 [2]。直至汉代随着丝
路贸易的发展，琥珀饰方成规模地出现。“琥

珀”一词也是在西汉初期始现于史籍文献《新

语·道基》：“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

择地而居”[3]。至西汉晚期《急就篇》云：“系臂
琅玕虎珀龙”[4]，说明彼时已有戴琥珀雕件之
风。

汉代琥珀饰品以珠饰为大宗，珠饰包含

珠子和小型饰件两类。琥珀珠价格昂贵又便

于远距离运输，能反映跨区域间贸易情况，蕴

含着丰富的社会与人群信息。近年来，学者们

对岭南、湖南地区的汉代珠饰品予以了较多

关注[5]，但尚缺乏对各区域出土珠饰关联性的
探讨，也少有基于琥珀珠的专门性研究。汉代

各类材质的珠饰中，琥珀珠既不像玛瑙、水晶

珠等普遍，也不似石榴石、绿柱石珠等过于小

众，其在时空分布上有一定广度，又在类型和

风格上存在因地而异的区域性特点。着眼于

汉代琥珀珠的分布情况，分析其传播路径和

形式，可管窥两汉贸易交通情况，探究区域文

化间的交互关系。

一、汉代琥珀珠的分布
本文将汉代中国划分为西部边疆（包括甘

青和新疆地区）、北部边疆（包括内蒙草原、长

城沿线地带和东北辽河流域）、中原（包括关

中、华北和黄淮地区）、江南（包括江汉、湖湘

和淮南地区）、岭南（包括两广珠江流域）、

西南（包括川、黔、滇地区）等六区，以下按区

域梳理琥珀珠出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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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表三

出土地点 类型、件数 年代 同出饰品 资料来源

内蒙准格尔旗西沟畔 圆珠20 西汉
早期

琉璃珠、水晶珠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创刊号

内蒙察右后旗赵家房 圆珠若干 东汉 松石、玛瑙、水晶珠《考古》1977（2）
内蒙扎赉诺尔 圆珠若干 东汉

木、贝、琉璃、玛瑙、
水晶、松石珠

《文物》1961（9）
内蒙科左中旗六家子 狮1、圆珠2 东汉-

西晋
琉璃、玛瑙、松石
珠，金银铜戒

《考古》1989（5）
大同阳高古城堡 狮1、枣形1 西汉中 不详 《东方考古学丛刊》

乙种第八册
河北怀安耿家屯 鸟1、方珠1 西汉中 松石饰、银环 《文物参考资料》1954（12）
辽宁锦州贝壳墓M26 刻面形珠2 东汉 无 《考古》1990（8）
辽宁营口盖县九垅地 圆珠2 东汉晚 煤精狮、松石圆珠 《文物》1993（4）

出土地点 类型、件数 年代 同出饰品 资料来源

陕西咸阳马泉
狮4、圆珠2、贝
形珠2，印2 西汉晚期

玉、玛瑙、水晶、
琉璃，松石珠

《考古》1979年（2）
陕西咸阳杜家堡 狮1 东汉中期 水晶饰、煤精饰 《文物》2005（4）
西安雅荷花园M173 狮1 新莽 玉管 《长安汉墓》，412页
陕西勉县老道寺 水滴形珠1 东汉晚期 铜钗 《考古》1985（5）
河南洛阳西郊墓群 圆珠4、狮1 新莽-东

汉晚期
松石珠、银戒 《考古学报》1963（2）

河南巩义新华小区 扁圆珠11 东汉中期
水晶珠（狮形、胜
形）

《华夏考古》2001（4）
河南洛阳东关夹马营 扁鼓形珠1 东汉晚期 琉璃珰、玉带扣 《中原文物》1984（3）
河南南阳宛运小区 手戟1、狮1 西汉 不详 南阳考古所藏
河南南阳体育中心游

泳馆M18
胜2，圆珠1、鸟

1、龟钮印1 东汉早中
金、玛瑙、紫晶、
白玉、朱砂珠

南阳考古所藏，《黄河
黄土黄种人》2019（8）

河南南阳石刻墓 椭圆珠3 东汉 琉璃珠
《文物参考资料》1958
（10）

河南南阳万家园 胜1 东汉 不详 南阳考古所藏

河北沧州献县M36 瓜棱形珠1、狮1 西汉早期
偏晚

琉璃、玛瑙、水
晶、白玉质微雕
形珠

《河北省考古文集
一》，241页

河北定州M43 鸟、狮、蛙形珠
24 东汉中晚

松石、水晶、玛
瑙、琉璃珠

《文物》1973（11）
山东巨野红土山 圆珠1 西汉中期 玛瑙管 《考古学报》1983（4）
山东德州平原王韩村 扁圆珠3 东汉中晚

水晶、琉璃质微
雕形珠（狮、胜）

《文物资料丛刊》1987
（10）

江苏徐州小龟山崖墓 圆珠6，橄榄珠7 西汉中期 水晶珠、玉珠 《文物》1973（4）
徐州石桥汉墓 水滴形珠1 西汉中期 玉珠、玉贝、珍珠《文物》1984（11）
徐州拉犁山汉墓 蝉1 东汉 水晶饰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6》，123页

徐州土山汉墓 有翼蹲兽1、狮1 东汉晚期 松石、玛瑙珠 《文博通讯》1977（15）
江苏连云港网疃庄 狮2 两汉之际 角质珰 《考古》1963（6）
安徽亳州曹操宗族墓 狮1 东汉晚期

松石狮，象牙、玻
璃、玉珠

《文物》1978（8）

表一

出土地点 类型、件数 年代 同出饰品 资料来源
武威雷台汉墓 狮8 东汉晚期 无 《文物》1972（2）
兰州永登南关汉墓 狮1 东汉晚期 无 《考古与文物》1994（4）
敦煌杨家桥汉墓 狮2 东汉 不详 敦煌博物馆藏

酒泉金塔县东沙窝墓群 双鸟1、狮2 汉代 不详 金塔县博物馆藏

（一）西部边疆地区

该区出土琥珀珠目

前仅见于武威、永登、敦

煌、酒泉的四处墓葬中，

前三处墓葬年代均为东

汉时期（表一）。

（二）北部边疆地区

该区琥珀珠在西汉

初期的内蒙准格尔旗，西

汉中期长城沿线的大同、

怀安有出现。东汉时期，

琥珀珠见于内蒙地区及

环渤海地区的锦州、营口

（表二）。

（三）中原地区

该区琥珀珠分布时

空范围广，于西汉早期出

现于河北献县，西汉中期

出现于巨野、徐州，西汉

晚期以来传播于关中一

带及南阳、洛阳地区。东

汉时零散分布于华北平

原的定州、德州及黄淮

地区的亳州、连云港（表

三）。

（四）江南地区

该区琥珀珠最早出

现于西汉中期的南昌、长

沙，西汉晚期前后分布于

淮南，尤以扬州地区为

多。东汉时期，集中出现

于湖湘一带，另有少量传

播于江淮地区的寿县和

鄂西北的郧县（表四）。

（五）岭南地区

该区琥珀珠最早出

现于西汉早期，见于贵港

罗泊湾M1，西汉中期有
少量出现于广州。西汉晚

期，琥珀珠数量明显增

西部边疆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北部边疆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中原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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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出土地点 类型、件数 年代 同出饰品 资料来源

江苏扬州甘泉姚庄M101、
M102 羊1、壶1、胜1 西汉晚期 琉璃、煤精、玉、紫晶、玛瑙质圆珠、

微雕形珠
《考古》2000（4）；《文物》1988（2）

江苏扬州甘泉双山M2 胜1、双鸟1 东汉早期 白玉、玛瑙、珍珠、松石饰 《文物》1981（11）
扬州西湖胡场M14 狮2 西汉 金、玉、玛瑙、玳瑁珠（鸟、壶、戟形）扬州博物馆藏

江苏盱眙东阳汉墓 兽1 新莽 玉、琉璃、玛瑙珠（胜、葫芦、蛙形）《中国文物报》，2013.07.05
江苏南京龙桃杖墓 扁圆珠5 东汉末期 金环、金戒、金叶、银钗 《考古》2009（1）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墓园M5 圆珠1、狮2 西汉中期 龟钮玉印、水晶、玛瑙珠 南昌汉代海昏侯遗址博物馆藏

江西南昌施家窑M2 狮1、管2、印1 东汉 玛瑙管、水晶珠，金戒 《文物资料丛刊·1》，114页
安徽寿县马家古堆 扁圆珠5 东汉晚期 无 《考古》1966（3）
湖北郧县砖瓦厂 胜1、狮1 东汉末期 釉陶珠 《江汉考古》1986（2）
湖北郧县西峰M22 圆珠16 东汉中期 水晶珠、铅珠、银戒、料管 《江汉考古》2011（4）
湖南长沙谷山王墓M7 狮2 西汉中期 海蓝宝石珠、管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长沙金鸡嘴M4 圆珠2 西汉晚期 玛瑙管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五里牌M9 狮、龟、珰、圆
珠共8 东汉前期

金、水晶、海蓝宝、鎏金环、金胜、金
戒

《文物》1960（3）
长沙电影学校M3 珰2 东汉 玛瑙珠、玉珠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丝茅冲AM144 狮2 东汉 水晶、玛瑙、石榴石、玻璃珠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东屯渡
胜、狮、鸟等
共16 东汉 金银戒，银镯、金珠、玛瑙珠 《文物》1960（5）

长沙新站M3、刘家冲M2、
火车站设备厂

扁圆珠4 东汉 玛瑙珠、玻璃耳珰 湖南省博物馆藏

湖南零陵文庙M1 圆珠9、珰1 东汉早期 金银、水晶、玛瑙、玻璃珠，金银戒 《考古通讯》1957（1）
湖南张家界DSHM11 长圆珠3 东汉 不详 张家界永定区博物馆藏

湖南张家界DM14 胜1 东汉早期 无 《考古》1994（12）
湖南郴州资兴汉墓 胜1、圆珠1 东汉中期 水晶、琉璃、玛瑙珠 《考古学报》1984（1）
湖南郴州骆仙岭 狮3、龟1 东汉 金、银、玛瑙、水晶珠 郴州市博物馆藏

湖南郴州马家坪 鸟1 东汉 不详 郴州市博物馆藏

湖南零陵柳子庙 狮1、圆珠7 东汉 玛瑙珠、水晶珠、瓷珠、镶松石戒 《考古》1964（9）
湖南常德墓群 狮2、圆珠4 东汉 水晶珠、琉璃珠、金银饰 《考古学集刊1》，158页
常德东江 蚕蛹1 东汉 水晶、玛瑙珠 常德市博物馆藏

湖南衡阳苗圃蒋家山 珠饰18 东汉 金、水晶、玛瑙、玻璃珠
《文物参考资料》1954（4、6）；《湖
南古墓与古窑址》，66页

湖南耒阳营建工地 狮1、圆珠1 东汉 玻璃、海蓝宝、水晶、红玉髓珠 湖南省博物馆藏

湖南耒阳耒野营 珠饰1 东汉 不详 《考古通讯》1956（4）
湖南耒阳政府大楼M7 耳珰1 东汉 不详 衡阳市博物馆藏

多，并且大量集中于合浦地区，在风门岭、望

牛岭、堂排、盐堆等大中型墓葬中均有出土。

东汉时期的琥珀珠在广州地区发现量大，据

考古资料统计，广州出土琥珀珠的两汉墓葬

约46座，出土数量达150余颗，其中除恒福路
疗养院M31、41、46，皇帝岗M1出土者年代为
西汉中期外，其余年代均为东汉（表五）。

（六）西南地区

该区琥珀珠在贵州出土数量最多。云南

保山出土琥珀珠年代早至战国，贵州赫章的

琥珀珠年代为西汉中期，四川各处所出多为

东汉制品（表六）。

据上述材料，西汉早中期琥珀珠饰初兴

起，见于西沟畔、阳高、怀安、昌宁、广州、贵

港、献县、长沙、南昌、徐州、巨野等地。西沟畔

位于蒙古高原匈奴文化区，阳高、怀安处长城

沿线汉匈接壤处。经蒙古高原横贯欧亚大陆

的草原丝绸之路，是中西贸易主要通道之一。

匈奴长期称雄蒙古高原，该贸易通道上的成

果往往经匈奴传向内地，阳高、怀安等边塞地

区即可由“关市”与匈奴民族进行经济贸易。

昌宁处西南边陲，临近缅甸北部，为古哀牢国

江南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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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西南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出土地点 类型、件数 年代 同出饰品 资料来源

贵州赫章可乐墓群 狮、钫、壶各 1 西汉中-东汉
早期

水晶珠、松石珠、铅珠、
玛瑙珠、金钏、银环

《考古学报》1986（2）
贵州清镇平坝墓群 圆珠、狮若干 西汉晚期 琉璃、骨质狮形饰 《考古学报》1959（1）
贵州兴义 M4、兴仁 M5 狮 2 东汉早期 银手镯、银戒、骨珠 《文物》1975（5）
贵州兴仁交乐 M19 鸟、狮共 7 东汉晚期 银戒 《考古》2004（3）
贵州黔西墓群（10座） 狮 1、圆坠 1 东汉中期 银戒、琉璃珰、银狮 《考古》2006（8）
贵州安顺宁谷 狮 2 东汉 金珠、银镯、金银戒 《考古》1972（2）

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 圆管若干 战国-西汉晚期 铜钏、指护、松石珠 《考古》2016（1）
云南昭通桂家院子 M1 狮、蝉、联管各 1，圆珠 2 东汉 金银戒，银钏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12》，111页
云南昆明羊甫头 狮 1 采集 不详 同上，110页
云南昭通白泥井 狮 1 东汉早期 金戒、银镯 《考古》1965（2）
四川绵遂高速崖墓 狮 1 东汉中晚期 金戒、金镯 《四川文物》2014（2）
四川绵阳何家山崖墓 胜 1、狮 1 东汉晚期 金戒、银镯 《考古》1991（3）
四川凉山西昌 M4 扣饰形 1 东汉 金戒 《考古》1990（5）
四川汉源桃坪 狮 1 新莽时期 不详 《天府早报》2009.11.16

陕西汉中铺镇砖厂 蝉 2、羊 1、圆珠 1 西汉晚期 银戒、银镯 《考古与文物》1989（6）

表五 岭南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出土地点 类型、件数 年代 同出饰品类型 资料来源
广西贵港罗泊湾 圆珠2 西汉早期 琉璃珠、珰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56页
广西贵港墓群
（共129座） 圆珠198、狮1、指

环1 西汉中期-
东汉

金珠、金戒、银镯、水晶珠、料珠、松石
珠

《考古学报》1957（1）
广西贵港深钉岭 狮3 西汉晚期-

东汉早
琉璃、玛瑙、松石、水晶、金珠、银戒 《考古学报》2006（1）

广西贵港初中部 半球形、圆形珠4 东汉 不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广西梧州市郊 圆珠6 东汉 不详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
路》，175页

广西合浦丰门岭
双锥形珠2、扁圆

珠1 东汉早期
琉璃珠、玛瑙珠、水晶珠、金珠、金银
戒

《考古》1995（3）
广西合浦风门岭 狮2 西汉晚期 十二面金珠、石榴石珠

《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
发掘报告》，44页

广西合浦九只岭
M5、6

瓜棱、橄榄、圆珠
等共6，印2 东汉

紫晶、玛瑙、琉璃、金珠，银镯、银戒、
金戒、金耳珰

《考古》2003（10）

广西合浦母猪岭
M4：鸟、狮、胜，圆
珠，共14；M6：梯形
珠1、圆珠1

M4西汉晚期；M6东汉晚期
M4：水晶、白玉、琉璃、玛瑙、松石珠，
银戒；M6：琉璃珠、玛瑙珠、紫晶珠、
银戒

《考古》2007（2）；《考古》1998（5）
广西合浦堂排M1、2、4 串珠若干，印2 西汉晚期 红玛瑙珠（狮形、鸟形）

《文物资料丛刊4》，46页；广西壮
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广西合浦望牛岭
钮形、扇形、蛙形
珠共5，印1 西汉晚期 金、水晶、绿柱石、玛瑙，琉璃珠 《考古》1972（5）

广西合浦北插江
盐堆M1、4、5 球、扁圆、狮、胜、

珰形珠，共 25 西汉晚期 绿柱石、水晶、玛瑙、金珠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
路》，100~114页

广西合浦二炮厂 圆珠 3、珰 2、鸟 1 西汉晚期 蚀刻玛瑙、水晶、琉璃珠 《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73页
广西合浦汽齿厂M30B、7、25、22 珰 2、圆珠 3、狮 1、

鸟 2、印 1 西汉晚期 蚀刻玛瑙、水晶、琉璃珠
《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73页；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
路》，100、105、106页

广西合浦凸鬼岭
饲料厂M1 圆珠、鸟、狮、龟、

瓜棱形、珰形珠等
西汉晚期 蚀刻玛瑙、肉红石髓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
路》，100页

广西昭平墓群 长圆珠5 东汉 玻璃珠、玛瑙珠、银戒 《考古学报》1989（2）
广东顺德猪仔岗 狮1、椭圆珠1 东汉 玛瑙、琉璃珠、银戒 《文物》1991（4）
广东德庆大辽山 扁圆珠7 东汉晚期 玛瑙珠、金星石狮、银戒 《考古》1981（4）
广东徐闻墓群 珠饰1，形制不详 东汉 玛瑙、水晶、玻璃、银、青金石、檀香珠《考古》1977（4）
广州汉墓（共统
计46座） 狮、蛙、鱼、胜形珠

管若干
西汉中-
东汉晚期

蚀花玛瑙、水晶、石榴石、绿柱石、珊
瑚、金珠、金银戒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18~23、
49~62页；《广州汉墓》，242、292、352、453页；《番禺汉墓》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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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州 郡国 墓葬所在地 州 郡国 墓葬所在地 州 郡国 墓葬所在地

幽

辽东郡 锦州、营口

徐

彭城国 徐州（国都）

交

南海郡 广州（郡治）、顺德、德庆

右北平郡 蓟县 临淮郡l 盱眙 合浦郡 合浦（郡治）、徐闻

雁门郡 察右后旗 东海郡 连云港 郁林郡 贵港

冀 中山国 定州（国都） 广陵国（郡） 扬州（国都、郡治） 苍梧郡 贺州

豫
颍川郡 郏县

扬

九江郡 寿县

益

广汉郡 绵阳

沛国 亳州 豫章郡 南昌（郡治） 蜀郡 汉源

凉

敦煌郡 敦煌（郡治） 丹阳郡 南京 汉中郡 汉中（郡治）、郧县

武威郡 武威（郡治）

荆

南阳郡 南阳（郡治） 越嶲郡 西昌

金城郡 永登 长沙国（郡） 长沙（国都、郡治） 哀牢国/永昌郡 昌宁（国都）

司隶部

右扶风 咸阳 零陵郡 零陵（郡治） 犍为郡 昭通（郡治）、黔西

河南郡（尹） 洛阳、巩义
桂阳郡 资兴（郡治）、耒阳、衡阳

牂牁郡
安顺（郡治）、赫章、清镇、

兴义、兴仁武陵郡 张家界

统治中心，是由滇通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

路重要区段，该处“出铜、铁、铅、锡、金、银、光

珠、琥珀……”[6]，为珠宝奇珍集散地。广州、贵
港同为岭南重要城邑，分别是南方海上丝绸

之路的口岸、关节点。其中贵港西汉早期琥珀

出自桂林郡最高官吏墓。余下，献县、长沙、南

昌、徐州、巨野分别是河间国、长沙国、海昏侯

国、楚国、昌邑国国都，这几处琥珀均出自王

室墓。可见，汉代早期琥珀珠的拥有者主要是

与域外开展贸易的边地人群及优先享有边地

贸易成果的部分汉室王侯贵族。

西汉中期以后，琥珀珠数量明显增多，分

布范围变广。现将西汉晚期、新莽、东汉琥珀

出土地与汉之州郡对应列于上表（表七）。

由地缘信息可知，西汉中期以后琥珀珠

均出现于丝路要道或丝路贸易辐射区。

岭南是出土琥珀珠数量最多的区域，该

区合浦、贵港、梧州、广州、湛江、德庆、顺德等

地是琥珀珠集散地。据《汉书·地理志》：“自合

浦、徐闻南入大海，得大州”；“自日南障塞，徐

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处近海，多

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番

禺，其一都会也”[7]。合浦、徐闻（湛江）是海上
丝路始发港，广州则作为岭南商贸都会聚集

大量贸易成果。贵港、梧州分别是郁林、苍梧

郡治，并与德庆、顺德同临西江水道，为连通

两广水事活动的重要内河大港。

江南地区出土琥珀珠的数量仅次于岭

南。该区涵盖汉之徐、扬、荆三州，琥珀珠出土

地均临长江水系通道：扬州地扼江淮要冲，兼

有邗沟通淮河；南京在长江下游；南昌处赣江

下游；长沙、衡阳、零陵临湘江；郴州、耒阳滨

耒水；常德、张家界则分别有沅江、澧水流经。

该区交通结构凸显水路交通的重要性。战国

时，长江水系可由沅水通夜郎，《后汉书·南蛮

西南夷列传》载楚顷襄王曾遣将“从沅水伐夜

郎”[8]。自秦开灵渠（湘桂运河），长江水系与珠
江流域连通，湖湘一带可西通夜郎，南接两越。

西南地区琥珀珠出自汉源、绵阳、西昌、

昭通、黔西、安顺、赫章、清镇、兴义、兴仁诸

地。西汉中期以后，汉源属蜀郡，绵阳属广

汉郡，西昌属越巂郡，昭通、黔西属犍为郡，安

顺、赫章、清镇、兴义、兴仁属牂牁郡。“巴、

蜀、广汉本南夷”，“犍为、牂牁、越巂皆西南外

夷”[9]。自武帝经略西南夷，西南丝路贸易逐渐
繁荣。该区琥珀出土地都在重要商道上：汉中

为连接蜀地与关中的枢纽；汉源、绵阳处西南

丝路要道；昭通、凉山分别在连通滇、蜀的“五

尺道”与“灵关道”上 [10]。安顺、赫章、清镇、兴
义、兴仁在古夜郎地域。古夜郎临“牂牁江”

（北盘江），此江“出番禺城”[11]。“牂牁道”是
滇、蜀与南越沟通的重要通道。

中原地区琥珀珠多出自咸阳、洛阳、南

阳、徐州。咸阳、洛阳分属京畿内的右扶风和

西汉晚期、新莽、东汉琥珀出土地与汉代行政区划对照表

注：西汉晚期河南郡、广陵国、长沙国、哀牢国，东汉分别为河南尹、广陵郡、长沙郡、永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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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郡，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南阳为东汉陪

都，政治地位高，是“好商贾”的大都会[12]；徐州
为彭城国国都，笼括黄淮漕运要冲，有控引四

方的交通条件。

北部边疆地区的锦州、营口位于商业活

跃的环渤海经济区，通过辽西走廊与中原长

期保持着密切经济关系 [13]；定州、德州分别为
中山国都和平原郡治，中山国“纂四通神衢，

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平原郡则盛产“鱼

盐旃裘”[14]，两处均有重商传统。
西北一带，琥珀珠在甘肃永登、武威、敦

煌及酒泉金塔发现。永登为通往河西的交通

要道令居县所在；武威、敦煌均为西北丝绸之

路要地；金塔为河西地区北部屏障，出入居延

的门户。

二、各区域出土琥珀珠饰特征
汉代琥珀珠的类型、佩戴者身份、佩戴方

式、文化意涵等存在区域性差异。

内蒙和云南部分地区出土的琥珀珠有浓

厚地方特色。内蒙地区，西汉中期琥珀珠出自

匈奴墓地，东汉的出自鲜卑墓葬，以圆珠形为

主，并与水晶、琉璃、玛瑙、松石圆珠组成串

饰。云南保山昌宁出土的西汉早期琥珀珠饰

为古哀牢国遗存，主要为圆管形珠，以单一琥

珀珠组合成串佩戴，未与其他材质珠饰同出。

湖湘与岭南一带东汉墓出土琥珀珠饰类

型相似，多狮形珠，有一定数量的胜形珠、耳

珰。此外，均可见与琥珀珠同出的石榴石、海

蓝宝石、蚀花玛瑙、珊瑚及焊珠金球饰等新颖

珠饰。湖湘、岭南地区的琥珀珠饰常与其他珠

饰组合为长串饰，这类璎珞式珠串在中原部分

墓葬及扬州、南阳、咸阳等处汉墓有出土，佩

戴者应为贵族女性。出土这类珠串的墓葬，如

河北献县M36为河间国王后墓；咸阳马泉汉墓
近昭帝陵，出土有漆奁与多件木梳，墓主应为

女性。另如河北定州中山王墓M43、南阳体育
中心M18、扬州甘泉姚庄M102、101，广州龙生
冈M43、东郊沙河汉墓，肇庆德庆大辽山汉墓，
合浦母猪岭M6、堂排M2等，均为夫妻合葬墓，

这些墓葬中带琥珀珠的长珠串均出自女棺。

中原地区几乎囊括全部类型的琥珀微雕

珠饰，并有瓜棱、水滴形等新式造型珠。除少

数高等级墓葬中有璎珞式长珠串外，一般均

为简单珠串。如咸阳杜家堡墓葬M1，出土琥珀
狮形珠与煤精、水晶饰组合简单串饰。北部边

疆地区出土的琥珀珠串均风格简洁，如怀安、

阳高西汉墓分别出土狮形、鸟形琥珀珠，锦州

东汉墓出土刻面形琥珀珠，辽宁盖县东汉夫

妻合葬墓女棺中出土琥珀圆珠，这几处琥珀

珠单独为佩或仅与少料珠饰组合为串饰。西

北地区汉墓仅出土少量狮、双鸟造型微雕琥

珀珠。这些琥珀珠均未与其他珠饰品同出，应

是单独佩戴的。西南地区出土有狮、鸟、壶形

微雕珠饰，相组配的其他宝石珠饰少，但常搭

配铜钏、指护、银环、臂钏等有浓厚地域特色

的金属饰品。

通过对各类琥珀珠饰的造型来源、文化

意涵的分析，可进一步了解出土琥珀珠饰的

区域性差异的产生原因。

狮形珠流行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在

上述地区均有出土。狮子是在汉代被进献到

中原的“殊方异物”，在古印度佛教文化中

象征护法灵兽，常以蹲狮形象出现。建于公元

前1世纪的桑奇佛塔上即雕刻有蹲卧翼狮 [15]。
在佛教传承起源地阿富汗的蒂拉丘地遗址、

南亚佛教修习汇集地塔克西拉（Taxila）及佛
教文化盛行的缅甸、越南、泰国，均发现有狮

形珠[16]，且造型与汉王朝的同类狮形珠别无二
致。狮形珠的造型绝大多数为蹲狮形（图一，

1）。较特殊的是西北地区出土琥珀狮形珠，杨
家桥、雷台、永登、金塔县汉墓出土狮形珠的

外轮廓均偏混圆，为团身、俯卧形，并以镶嵌

物饰双眼（图一，2、3）。狮艺术形象伴随着早
期佛教文化的传播进入中原，其后比附于辟

邪文化。汉代琥珀狮形珠即作为一类辟邪珠

广泛流行。西北地区狮形珠的风格雄浑写意，

与汉本土石雕类似，应是在吸收外来狮艺术

形象后在东汉时期于本土制作的。

兵饰造型珠具有时代特征性，是指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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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出土汉代琥珀胜形珠（摄于南阳考古所）

1.原形连胜(南阳体育中心游泳馆M18出土) 2.简化胜(南阳万家园M26出土)

图二 出土汉代琥珀手戟形珠（摄于南阳考古所）

钺、戟、矛、盾等为造型母题的珠饰。这类题材

最早出现在印度桑奇佛塔门柱雕刻上，为“无

佛像时代”具护法含义的象征符号。其传入中

原后以“蚩尤持五兵”的图案模式出现，体现

辟兵逐疫的意涵，如《祖饯祝》载：“阳遂求福，

蚩尤辟兵”[17]。目前出土琥珀兵饰珠的仅南阳
万家园墓中的手戟形珠（图二）。其他材质的

兵饰造型珠在扬州 [18]、南昌 [19]、永城 [20]、咸阳 [21]

等地墓葬有出土。汉代“蚩尤辟兵”文化偏小

众，故兵饰类珠饰主要流行于中原文化圈，未

在岭南、西南、西北地区出现。

胜形珠为本土传统珠饰。胜为汉代妇女

高级首饰，“胜”通“榺”，《说文》：“榺，机持经

者”[22]，其原型一般被认为是织机构件。胜的
图像常见于汉画像石，作为构成王母形像的

核心元素贯穿于东汉。胜形琥珀珠最早出现

于西汉晚期，与历史上王母信仰初盛行的时

间吻合。汉代神仙信仰中，西王母主“刑杀”

“司天之厉及五残”[23]，胜作为王母的象征，含
兵刑之意，与压胜、辟兵思想契合。胜形珠也

被视为辟邪珠，广泛传播。目前所见琥珀胜形

珠均呈两胜相连状：西汉晚期墓葬出土胜形

珠呈原始形态，如南阳体育中心游泳馆M18、
扬州甘泉M101、合浦北插江盐堆、广州恒福路
疗养院所出者（图三，1）；东汉墓出土琥珀胜
形珠为简化形态，以长沙东汉墓中出土为最

多，此外在扬州、南阳、郧县、昭通、绵阳等地

墓葬均有出土（图三，2）。值得注意的是岭南
地区出土的胜形珠大多为原始形态，西南地

图一 出土汉代琥珀狮形珠
1.海昏侯墓出土 2.敦煌杨家桥汉墓出土 3.酒泉金塔东沙窝臭芦草窝墓出土(图一，1摄于海昏侯国遗
址博物馆；图一，2、3分别引自敦煌博物馆、金塔县博物馆官网)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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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金塔县东沙窝臭芦草窝墓群出土琥珀

对鸟形珠（图片来源：金塔县博物馆官网）

区则全部为简化形态。

对鸟形珠呈对偶禽鸟造型，有祥瑞之意，

是一类具有本土传统意味的珠饰。对鸟形象

于东周以来流行，有对鸟式梳篦、对鸟纹耳杯

等。江苏邗江双山M2、河北定县M43、贵州仁
县交乐M19、金塔县东沙窝臭芦草窝墓群出土
有对鸟形珠饰。上述墓葬年代均为东汉，等级

普遍较高，前三座墓葬分别为广陵王刘荆、中

山穆王刘畅和地方高级官吏墓。金塔县出土

珠饰双鸟眼部有镶嵌物，体现西北地区微雕

珠饰的特色（图四）。

琥珀耳珰为汉代本土器物。刘熙《释名·

释首饰》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

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珰锤之

也。今中国人效之。”[24]佩戴耳珰并非中原习
俗，而是从少数民族引入的。考古发现的琥珀

耳珰在岭南及湖湘地区多见，在长江以北地

区则罕有，与“本出于蛮夷”的叙述相符。

三、传播路径和形式分析
从琥珀珠的分布情况来看，岭南地区出

土琥珀珠的数量最多，湖湘地区出土琥珀珠

的数量仅次于岭南，而西北地区仅有少量出

土。按常理，越靠近物品传播源地分布应越集

中，反之越分散，南方海上丝路展开珠饰贸易

的强度应是大于西北丝绸之路的。此外，琥珀

珠的传播在长江以南，尤其是湖湘、岭南地区

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交通网，在长江以北则并

未形成高密度网络。湖湘、岭南一带以及南

阳、扬州、中原部分地区琥珀珠的类型、风尚、

使用方式均有相似性。若不是直接贸易，风尚

难以传达。湖湘地区与岭南毗邻，《后汉书·郑

弘传》：“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

而至……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

今遂为常路”[25]。东汉时由岭南至零陵而通长
沙的“零陵桂阳道”是两广通往内地的主要交

通线。此外，内陆江河是古代区域内交流与互

动的重要渠道，湖湘一带可凭借长江水系的

地利优势与岭南实现内河和海上的联运模

式。江海联运模式东可达扬州，北可至南阳。

扬州长期为诸侯王封国，东汉时已有沿东海、

南海的近海航运可入长江而至扬州，彼时扬

州（广陵）与徐州（彭城）间因邗沟连通而畅

达，贸易成果可自徐州由黄淮水路交通网而

向其他地区渗透。南阳“西通武关，东受江、

淮”[26]，是汉代重要的交通网络节点，海上丝
路物品可进一步由陆路向洛阳、咸阳等中原

核心区传播。

据上述，西汉晚期以后的琥珀珠饰具有

递次相继的转运路线，岭南与湖湘一带为联

运贸易，湖湘长江水系上的琥珀出土地为海

上丝路内陆段的重要节段，扬州、南阳则是贸

易成果的重要中转站，起到沟通南北丝绸之

路、连接内陆贸易网络的作用。汉代交通网的

密度及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

模。在长江以北，丝路贸易成果以陆上传播为

主，通行效率不及水路，出土琥珀的地点也较

分散，未形成网络。

北部边疆地区属匈奴文化区，对汉文化

的接受有限，两汉时流行琥珀圆珠，具有游牧

风格特征，或由北方草原丝路贸易而来，自东

汉晚期近魏晋出现狮形微雕珠，应是由中原

经边塞“关市”贸易而来。

西北地区鲜见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成

果，琥珀珠数量少、种类单一，且狮形珠自成

一格，为本土化造型风格。该区域琥珀珠应是

由西北丝路引入原料在本地制作的。历史上，

西北丝路数绝数通，从王莽到安帝期间西域

交通经常受阻。从西北琥珀珠饰出土情况看，

西北丝路并非汉代琥珀珠饰传入的主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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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部的海上丝路、西南丝路长期畅通，又

处在重商轻文的“化外之地”，商贸环境宽松，

应是琥珀珠饰的主要来源通道。

西南地区几乎不见海上丝路贸易中的新

颖珠饰，但出土有诸如琥珀壶形珠、简化胜形

珠、对鸟形珠等汉文化圈盛行的珠饰。西南地

区虽可经牂牁江与岭南沟通，但受中原文化

影响大于岭南。究其原因，或是西南地形破

碎，交通效率受制约，人群和文化被分割在众

多大小不同的地理单元中，难以形成大的商

业网，海上丝绸之路未将此处作为主要的贸

易延伸地。而自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中原地区

与西南的联系加强。西南地区以贵州发现的

汉代琥珀珠最多，且多出自汉文化集中的贵

州西部。出土琥珀的墓葬，如赫章可乐甲类墓

为中原式汉墓，墓主或为中原派往驻守地方

的军官。贵州部分琥珀珠很有可能从中原引

入。云南昭通、四川绵阳、陕西汉中的东汉墓

中分别出土有琥珀狮形珠、简化胜形珠等，并

都有戒指、镯等金属饰相伴出，这和贵州地区

琥珀珠的出土情况具有一致性，且出土地点

都可串连于西南丝绸之路上。故可推测，西南

地区琥珀主要沿西南丝绸之路传播，成品多

从中原引入，原料则仍有沿西南丝路从东南

亚输入的可能。

结语

汉代琥珀珠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迄

今仍与“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相关联。对于

琥珀珠饰的研究，尚有诸多问题需要加深认

识。如在贸易路径方面，目前与汉代琥珀贸易

密切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的

面貌尚未被全面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多条交

流路径需要进一步厘清。域内，汉代贸易网络

同样错综复杂，贸易交通线的开拓情况可由

琥珀珠饰的传播来体现，后续研究中需进一

步讨论琥珀珠饰的区域性差异，把握两汉时

期区域间的贸易和文化互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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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entism and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Inner Mongolian Plateau
QU Yumeng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mobile hunting-gathering to settled agricultural societies involved a
prolonged proc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Neolithic periods in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remains insufficient. Since 2010, discov-
eries at sites such as Yumin, Simagou, Xinglong, and Sitai in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have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transit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ublish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
dicates that this region experienced an increasing degree of settlement during the Holocene, allowing for
preliminary inferences regarding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d its reason. These findings are meaningful
for understanding early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s, and the agricul-
tural origins in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Plateau; cultural adaptability; sedentism;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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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Amber Bead Ornaments in the
Han Dynasty

CAI Qing (Wuhan, Hubei 430205)
Abstract: Us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occurr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Han Dynasty amber bead ornaments. By analyzing 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 based on historical geo-
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types and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mber beads within
each region, we preliminarily outline their dissemination paths. These ornaments were most densely dis-
tributed in the Lingnan and Hunan-Hubei regions. Their sprea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closely
linked to maritime trade along the South China Sea Silk Road, with combined river-sea transportation in
the Hunan-Hubei and Lingnan areas serving as the primary mode of dissemination. The combined trans-
port routes extended north to Nanyang and east to Yangzhou; these locations served as important transit
hubs that facilitated the continued flow of amber to northern economic centers.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was simultaneously influenced by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from both the northern overland Silk
Road and the southern maritime Silk Road. Bead ornaments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Silk Road scarce-
ly reached the northwest region; amber beads in that area likely arrived via the overland Silk Road.

Keywords: Han Dynasty; amber bead ornaments; distribution; disseminat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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